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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等社会史的撰写。同时，她主张撰写独立的宗教—文化史，而不是“把宗教的崇拜和传统首先当作
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而这也被认为同样适用于印度的观念史和美术史。
最后，她还主张把次大陆的历史置于同外部世界( 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 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的背景下

来考察。①我们知道，辛格主张的这种“新历史”其实反映的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立场，这种立场强调
历史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发散性。
后现代主义能否拯救处于危机状态的现代印度史学并不是没有疑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是，由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在当代印度史学家( 包括庶民学派史学家) 中间的流行，一种可称为后历史

主义的态度发展起来了。这种后历史主义态度否定的不是现代史学的这个或那个学派，而是现代史
学本身。现代史学被看成一种话语，一种现代的神话。例如，维奈·拉尔在考察完民族国家时代的
印度史学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历史现在被普遍看作代表了一种比神话，实际上比所有其他理解过去
的方式更为高级的认识形式，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甚至可以同科学媲美。没有一个民族
可以承受没有历史的代价，除非他们准备被贴上原始、前现代或高贵的野蛮人的标贴;可是，忽视神
话，将其归入异端，就是放弃我们自我中那个最能够抵制主流话语从而升华我们生命的部分。或许，
我们应该将历史神话化。”②我们真地会看到印度将重新拥有自己的神话类型的历史吗? 笔者无法
给出确定的回答。但不管怎样，我们在思考印度史学的未来时，大概再也不能对圣雄甘地下面这个
著名的观点置若罔闻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幸福的。③

“庶民研究”在拉美:对一种印度史学理念的跨文化考察* ④

张旭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1982 年，任教于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印度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主编的《庶民研究》第一卷
出版，标志着后来蜚声世界的“庶民研究学派”( Subaltern Studies School) 正式登上国际史坛。此后，
《庶民研究》连续出版 12 卷，直至 2005 年宣告结束。④实际上，《庶民研究》尚在陆续出版之际，其影
响就已经超出了印度，在世界范围得到传播。⑤其中，拉丁美洲知识界对它的认同和接受尤为热切。
拉美学者认为，“庶民”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因其所蕴含的底层属性、殖民性、种族性、女性主义、边缘
性等丰富内涵，为理解和考察拉美特有的历史、文化、阶级、种族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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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视角下的当代史学

有学者甚至认为，印度庶民研究的引入，为拉美研究带来了“庶民转向”( subalternist turn) 。①不过，庶
民研究在印度得以产生的语境与拉美毕竟不同，这使得“庶民”这一概念和研究视角在进入拉美后，
衍生出与印度不尽相同的意义与变化。庶民研究在拉美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争议和影
响，体现了一种史学理念在“南南对话”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

一、“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的创立与目标

1992 年，受印度庶民研究的影响，一些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拉丁美洲研究学者在乔治·梅森
大学的一次聚会上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 ，
当时的创始成员有约翰·贝弗利 ( John Beverley ) 、罗伯特·卡尔 ( Ｒobert Carr ) 、何塞·拉瓦萨
( José Ｒabasa) 、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 ( Ileana Ｒodríguez) 、哈维尔·桑希内斯 ( Javier Sanjinés ) 五
人。同一年，在拉丁美洲研究学会召开的拉丁美洲学会第 17 届国际大会上，拉丁美洲庶民研究
小组正式成立。上述五位创始人中，除约翰·贝弗利外，均为拉美学者，他们的研究涉及历史、文
学、语言、文化等领域，是一个多学科性质的学术团体。五位创始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学生
或青年教师都参与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左派政治活动，其中一些在 80 年代还积极投身拉丁美洲
的革命政治。比如，约翰·贝弗利参与了 80 年代的中美洲团结运动 ( Central American Solidarity
Movement) ，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曾为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工作，而罗伯特·卡尔
作为牙买加人，亲身遭遇了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 Michael Norman Manley) 政府的垮台。这些
相似的经历和政治取向，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女性主义、族裔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此后，研究小组的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参与其中，在拉美学界乃至西方学界均产

生了广泛影响。
1993 年，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在著名的左派刊物《疆界 2》( Boundary 2 ) 上发表成立声明。②一年
后，这份声明又刊登在以发表文化史和文化理论论文著称的刊物《立场》( Dispositio /n) 上，作为该刊
《庶民研究在拉美》专刊中的一篇。③研究小组的创立声明与古哈发表在《庶民研究》第一卷上的《论
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有诸多相似之处，④主要讲述创办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背景与
初衷，以及小组的学术旨趣、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研究小组认为，在 20 世纪拉丁美洲曲折的民族
民主革命中，同样出现了与在印度语境中相似的“庶民”群体。但是，早于印度学者的是，拉美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庶民”和“庶民性”( subalternity) 等问题。比如，在对墨西哥革命的
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印第安人以及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血所生的梅斯蒂索人( Mestizo) 在革
命中的能动性。尤其是后者，他们不仅是革命的参与者，更是革命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在对古巴革
命的研究中，研究者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模式和文化范式，强调了拉丁美洲历史主体的非欧

洲和后欧洲特性，认为工人大众而不是上层精英才应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研究小组还认为，在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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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瓜革命时期，拉丁美洲出现了具有原创精神的解放神学，号召信徒积极投身到底层人民的解放

斗争中去，宣称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现象就是遵循上帝的律令。①解放神学和之前引入拉美的法国后结
构主义、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共同构成了拉美庶民研究可资汲取的理论
来源。总之，声明宣示了研究小组意欲达到的目的，即像他们的印度同道那样，去发现拉丁美洲庶民
的政治、文化和抵抗的传统，进而揭示庶民不仅发展出自己的抵抗策略，而且帮助和改进了精英的政
治立场。
不过，在对于何谓“庶民”的界定上，研究小组与印度学者有所不同，他们不主张用单一的阶级属

性来定义“庶民”。不像印度语境下的“庶民”主要是指农民，拉美语境中的“庶民”身份更加飘忽不
定且更具异质性，涵盖几乎所有下层的、边缘的、弱势的群体。正如研究小组在成立声明中所言:“庶
民不是某一类人。再重复一次，它是一个变异的、移动的主体。即使我们同意庶民是指数量众多的
劳动人口和中间阶层这一一般概念，我们也必须将非劳动主体包括在内……我们需要进入广大的、
流动的大众之中，他们包括农民、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无产者、未充分就业的人、小商贩、处在货币经
济之外或边缘的人、各种因失业而流浪的人、儿童、日益增加的无家可归者……”②这种看似散漫、粗
略的定义实际上是研究小组的一种策略:通过放弃“庶民”概念上的明确性，而使之获得更宽泛的内
涵，进而将更多不能确定和无法归类的主体纳入其中。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小组同样没有给出具体而统一的规定，但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提醒学者们

在批判拉美研究中的精英主义的同时，应自觉意识到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精英”身份，即他们
大多是来自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此，研究小组指出，学者们必须看到作为精英教育产物的“研
究”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学者们在研究庶民的同时，会不自觉地通过概念化等方式将一种权力强加
在庶民身上，因而会面临庶民对这种权力的抵抗。所以，学者们不能仅仅埋头于书本和档案，而要投
身庶民鲜活的“口头世界”，去发现被文字材料所遮蔽、掩盖甚至压抑的庶民的真实面貌。研究小组
进而提出，对庶民的研究应当是与之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显然，这不仅是以新的方式看待庶民，以新
的和更强大的形式提取信息的问题，而且也是在我们和我们视之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同时代人之间建

立新型关系的问题。”③

以对巴西狂欢节的解读为例，包括左派知识分子著作在内的精英主义文本一般认为，狂欢节为

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暂时摆脱和反转固化的社会秩序的象征空间。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
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 认为，下层民众可以在狂欢节中通过装扮和角色扮演，让自己成为国王和
王后，从而完成社会身份的倒转。巴西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马塔( Ｒoberto da Matta) 指出，巴西的狂
欢节讲述了一个乌托邦的故事，暗示了世界的颠倒和等级体制的倒置，表达了将巴西下层民众从社

会阶级和道德规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意愿。④总之，借助狂欢节这一文化实践，“维护社会等级组
织的且支配着社会行为的规则被悬置、逾越或倒转了”。⑤但是，上述精英主义的解读，都将巴西狂欢
节化约为一个同质化的空间或一个平衡不同身份的场所，最终将庶民错综复杂的行动和意识整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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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精英创造的、可以被主流社会理解的话语模式中。相反，人们只有抛却头脑中既有的种种限制，来
到狂欢节的“现场”，进入庶民的“口头世界”，以一种类似于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方法，才能听到一
个个离散的而不是被统合为一个整体的庶民的声音，才能发现不同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与霸权的特
定关系。因此，狂欢节不是精英主义所设定的反转庶民日常生活和社会身份的场所，而是巴西社会
下层尤其是非裔巴西人为自己创造的一个书写自我历史的空间，尽管书写这样一种历史是极其困

难的。①

深入庶民的“口头世界”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对于拉丁美洲的某些“庶民”
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材料，研究者无法重构他们的过去，也更难发现和恢复他们作为历史

行动者的主体意识。以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为例，他们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文字系统，
完全依靠口头传统保存和传播他们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进而形成一个颇具流动性和地方特

色的“口头世界”。② 但是，当西班牙殖民者进入这一地区后，印第安人悠久的口头传统随即遭受
到巨大的冲击。西班牙文成为记录其历史的主要介质，原本享有口头传统的印第安人逐渐被边
缘化，成为无法进行自我表述的没有历史的群体。但在拉美的庶民研究学者看来，印第安人的
口述历史要比经由西班牙文转录的成文历史，更具真实性也更能揭示印第安人内在的精神世

界。就这一点而言，研究者确实需要进入印第安人的口头世界，去探知他们那未经歪曲的原初
意识。

二、如何发现拉丁美洲的“庶民”

深入庶民的“口头世界”，固然有助于聆听庶民真实的声音，发现庶民真实的样态。但对历史学
家而言，寻找并还原庶民的历史与诉求，最终要落实到对那些庶民隐身和散落其间的史料的解读上。
鉴于庶民的边缘性身份和难以自我表述的特点，常规的史料中很少有对他们客观而全面的记载，即

使有的话，也是从官方或者精英的立场加以编定，这就很难去认识庶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印度的
庶民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提出要用一种“逆其纹理”( against the grain) 的方法解读史料，③这有
点类似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深描”法，即深入到文本的内部去挖掘其被掩藏的含义。印度庶
民研究的创始人拉纳吉特·古哈在这方面给出了很好的示范。
古哈在梳理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的历史记录时发现，这些材料可以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和

来源分为三级话语类型:官方的记录( 第一级) ;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同时代人的历史著作( 第二级) ;

距离事件的发生已有很长时间的不代表官方立场的历史著作( 第三级) 。第一级话语因烙有深刻的
殖民地当局的印迹而不能作为客观公允的史料加以使用; 第二级话语虽然标榜客观性和中立态度，

但作者的殖民地官员身份使之从文字和言辞上都对农民起义的真实意义进行了反向曲解。比如，他
们用一种“糟得很”的陈述置换并掩盖了农民起义“好得很”的实际情况，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的“反起
义的文体”(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在第三级话语中，历史学家虽然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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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依然是经过挪用的前两级话语。因此，哪怕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无法彻底摆
脱“反起义的文体”。一个典型例子是，这些历史学家同样无视农民的政治意识，并将农民起义中的
宗教因素斥为迷信和狂热。第三级话语不但不能揭示农民起义的复杂原因和深层含义，反而不自觉
地成为殖民主义的共谋。古哈对此的评论是:“一旦农民抗争被收编于英国殖民统治、国家或民族的
事业中，历史学家就很容易放弃他应该探讨并描述该抗争特有的意识之责任，而满足于把它归因于

某种超验意识……仅仅把他们再现为某种其他意志的工具。”①

同样，拉美庶民研究小组也借鉴了这种解读史料的方法。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约翰·贝弗利
在《逆向书写》一文中，分析和比较了 18 世纪末秘鲁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的三个文本。
第一个文本是起义的领导者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尔坎基( 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 写的《族
谱》( Genealogía) ，主要讲述孔多尔坎基自己的出身和家族世系，强调了他作为秘鲁末代印加王图帕
克·阿马鲁一世( Túpac Amaru I) 直系后裔的特殊身份。第二个文本是孔多尔坎基的同父异母的弟
弟胡安·包蒂斯塔( Juan Bautista) 起义失败后在监狱中所写的《回忆录》( Memorias) 。由于孔多尔坎
基兄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两个文本都用西班牙语写成。贝弗利发现，从文本的形式上来看，不论
是孔多尔坎基的《族谱》还是包蒂斯塔的《回忆录》，都不是秘鲁印第安文学中已有的文类，两者都借
鉴了欧洲同类文本的模式和修辞。按照一般的理解，这两篇文献都属于起义当事者的自述，是了解
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的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但在贝弗利看来，这类史料在展现起义中的“庶民”时仍有其局限性。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

文献创作者的身份问题。孔多尔坎基和包蒂斯塔都是印第安部落贵族，都上过西班牙人兴办的天主
教学校，能够熟练掌握西班牙语。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西班牙化了的印第安人。特别是孔多尔
坎基，时而穿戴印加服装以印加王形象示人，时而身着西班牙人的军装以现代军人的形象示人。贝
弗利认为，这体现了起义领导者在意识形态的构成上以及在殖民体系中的身份认同上，都具有一种

双重性和矛盾性。②他们对于起义的记述缺乏庶民视角，因而也是“反起义的”。其次，文献的性质问
题。贝弗利认为，上述两种文献都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从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的角度
来理解的话，它们都带有强烈的施为性( performative) ，③过于注重用表述达成某种行为目的，因而不
能描述起义的真实特征。再加上这类文献都是用西班牙语写成，针对的读者主要是西班牙殖民当局
和能够看懂西班牙文的克里奥尔人，不是那些既不会说西班牙语更看不懂西班牙文的下层起义者，

但他们恰恰是起义者中的大多数。
由此，贝弗利引出了第三个文本，即一部名为《欧雁台》( Ollantay) 的剧本。该剧本讲述了印

加武士欧雁台与印加公主的爱情，以及欧雁台反抗印加王统治的故事，用秘鲁印第安人的语言

克丘亚语写成，并用克丘亚语为印第安观众演出。剧本采用了西班牙戏剧黄金时代的典型形
式，是一出三幕喜剧并配有丑角。贝弗利指出，从形式上看，《欧雁台》是三个文本中最具衍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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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najit Guha，“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in Ｒ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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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特性。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这个剧本因为是用克丘亚语写成，受众是印第安人而不是
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 尽管它采用了西班牙喜剧的外在形式，但反映的文化和政治内涵却是

秘鲁本土的，而不是欧洲的。①再有，《欧雁台》是在图帕克·阿马鲁起义期间演出的，其中欧雁台
反抗印加王的故事被认为象征着秘鲁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抵抗，因而更能激发下层起

义者的士气。
据此，贝弗利总结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存在着两种关于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

者的文本。一种由起义的领导者书写，它们用西班牙语写成，主要写给殖民当局和起义者中的上
层，因而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文本。另外一种属于下层起义者的，但这种文本不是以书面形式而是
以口头形式存在，采用的是一种与读写能力( literacy) 无关的文化实践方式。相比而言，后一种文
本虽然不是书面形式的，却更能反映庶民起义者的本意，以及他们而不是精英对于革命的要求。
古哈在分析 19 世纪印度农民反抗的文本时曾指出，书面形式会使文本脱离其原有的语境，并因
文字的不透明性而破坏革命的原始动机。②若从两种不同的文本所表达的起义的目的来看，精英
主义文本中的起义主要针对城市及其西班牙居民，侧重物质问题，希望能够废除波旁王朝为增加

税收和限制商业而执行的严苛的经济改革，并未触及西班牙殖民者统治的基础，因而是改良式

的。相反，庶民文本中的起义，体现的是土著中最贫穷和受剥削最严重的人的理想，他们希望联
合秘鲁各部落的印第安酋长和同样受到盘剥的克里奥尔人，恢复古老的印加王国，因而是激进的

和革命的。
尽管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对史料的解读与印度庶民研究学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比较而言，他们

比后者更为激进。印度庶民研究学者对史料的解读，侧重揭示史料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某些史
料的产生、搜集和保存都有可能是权力运作和支配的结果。史料因而不是绝对客观的，只有消解其
中的权力因素，才能为历史学家所用。③也就是说，印度庶民研究学者虽然认为史料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问题，但并不否认史料仍是历史学家可以依赖的对过去较为可信的记录。但对拉丁美洲庶民研究
小组而言，由于其成员多为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他们更多地把史料看成文本，也更多地
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史料。换句话说，他们重视的是文本本身，而不是文本中蕴含的历史性。
这一点也常常是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备受争议的地方。

三、争议与影响

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在研究小组成立将近十年后的一篇回
顾性文章中指出，拉美庶民研究主要涉及对文化本身的激进批判，以及对文化在形塑、影响和改变与
表现庶民有关的各种学科上的作用的激进批判。④这里的文化显然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或者社会学
意义上的文化，它至少具有三层含义: 1. 思想、知识和处事规则; 2. 人工制造的工具; 3. 社会行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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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产品，并且能为进一步的社会生活发展所利用。①因此，拉美庶民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侧
重文化研究、语言学研究常常使用的文本分析等路径。当然，这一特点是和庶民史料的缺失以及由
此产生的解读庶民史料的方法有关。不过，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文本的分析和解读不能脱离一定的
语境、常识和道德，否则便会流于概念和文字上的游戏。正如印度的庶民研究在后期转向了带有解
构主义性质的文本分析，进而导致这一研究群体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样，②拉美庶民研究的这一特

点，也使之遭到历史学家的批评。
智利学者、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弗洛伦西亚·马隆认为，拉美庶民研究小

组主要是为了达成两种目的:一是发现官方或精英文化在表现庶民时的扭曲逻辑; 二是揭示农民起

义自身的策略和文化实践的社会符号学。如此以来，拉美庶民研究便被简化成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
方法和技巧。③ 马隆同时指出，拉美庶民研究使用“逆其纹理”的方式解读档案和材料，这固然提出
了一种替代性的审视精英话语的方案，但档案和史料在这一过程中也被化约为被建构的文本，而不

是对人类过去行为和生活的记录，尽管这种记录并不完美和有所缺失。这种将档案和史料降低为文
本的作法，不仅会导致拉美庶民研究“史学的贫困”( poverty of historiography) ，也使得“庶民”这一历
史的主体和历史研究的客体更加让人难以理解。④拉美庶民研究看待档案和史料的方式其实涉及一
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历史能否被认识、历史中是否存在不可辩驳的“真相”? 尽管历史的真相可能
常常被权力所掩盖，档案和史料也可能常常是权力的产物，但这不是文本分析能够取代档案研究和

史料考辨的理由。档案和史料固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在其中索隐探佚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也正是推动人们去探知真相的动力源泉。
也有学者认为，将印度语境中的“庶民”移植到拉丁美洲并不合适，因为印度的“庶民”产生于殖

民者( 英国人) 与被殖民者( 印度人) 二元对立的典型的殖民统治结构中，而拉美的情况要更为复杂。
在拉美，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领导者是西班牙人的后裔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与印第安土著混血

的梅斯蒂索人，他们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被殖民者”。对宗主国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是被殖民者;
但对印第安土著来说，他们又成为“内部殖民者”。⑤他们一方面在反抗帝国的行动中建立起新的民
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对印第安土著加以排斥。更为重要的是，与独立后印度
人不得不接受英国殖民者强加而来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他们认为来自宗主国的被用于构建独

立国家的意识型态和上层建筑的各种观念，本身就是自我传统的一部分。就这一点而言，独立后
的拉美国家只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在文化和社会上仍然是与之不可分割的整

体。因此，与亚洲或非洲的后殖民社会相比，独立后的拉美国家不需要再经历去殖民化的过程，因
而并不是典型的后殖民国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豪尔赫·克洛尔·德阿尔巴指出: “美洲……在
特点上并不是另一个亚洲或非洲; 墨西哥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印度，巴西不是另一种类型的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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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①

对拉美庶民研究的另一类批评来自拉美本土学者。实际上，拉美庶民研究小组中大部分成员都
来自拉美各国，他们虽然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但与拉美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人甚至保留着

原来的国籍。比如，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是尼加拉瓜人，在研究小组中享
有盛誉的费尔南多·克洛内尔 ( Fernando Coronil) 是委内瑞拉人，瓦尔特·米尼奥罗 ( Walter D.
Mignolo) 是阿根廷人，何塞·拉瓦萨是墨西哥人。但是，拉美的本土学者认为，研究小组的工作是基
于北美学术环境展开的，因此，他们的研究不能代表拉美本土的研究。②乌拉圭学者乌戈·阿丘加尔
就认为，以拉美庶民研究为代表的拉美后殖民研究，基本是由那些身处第一世界学术中心，且能够说

英语并用英语写作的拉美学者在推动，这对于拉美民族文化的研究并无太大意义。③曾经编选过印度
庶民研究西班牙文译本的玻利维亚历史学家西尔维娅·里维拉·库西坎基和罗莎娜·巴拉甘也指
出，拉美庶民研究忽视了拉美本土的三种批判殖民主义的传统:阿根廷的经济史研究、玻利维亚农民
起义和寡头政治研究、墨西哥的内部殖民主义研究。她们甚至认为，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在接受新理
论的同时，放弃了在拉美存在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④

上述对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批评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也得到了研究小组的回应。针对马隆等学
者关于拉美庶民研究沦为文本解读的观点，约翰·贝弗利提出了不同意见。他重申庶民研究不仅涉
及一种看待和言说庶民的新方式，更关涉我们与我们视之为研究对象的人和社会实践之间建立起团

结关系的问题。为此，他援引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关于“团结”( solidarity ) 和“客观性”
( objectivity) 的论断，指出生活于共同体之中的人通常会采用两种方式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第一
种是讲述他们对这个共同体的贡献，第二种是描述他们与一种超越了这个共同体的非人类的实在

( non-human reality) 之间的关系。前一种体现了对团结的渴望，后一种体现了对客观性的渴望。贝
弗利进而指出，在对庶民———他们并非他者，而是与我们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的同类———的研究
中，最好的办法或许并不是马隆那样的对客观性的追求，而是对团结的追求。⑤ 因为，就建构一种共
同体之内与庶民的平等关系而言，真理除了遵循形而上学的标准即客观性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

道德标准，就是促进共同体的团结。此外，如果仅仅将基于史料的客观研究视为历史研究的唯一
途径，那么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用就会显得过于单一。事实上，历史研究中有一些问题是无法找
到充分和客观的材料的。比如，在对大屠杀进行研究时，幸存者的回忆将成为重要的证据。尽管
回忆或者记忆存在一定的偏差乃至错误，难以说得上是“客观”的材料，但历史学家不会因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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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缺陷就对大屠杀作出否认。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在《只有一个证人》一文中
强调，在大屠杀这类“极限事件”中，仅一个证人就足以让我们窥见过去的真实。可见，当历史研究
涉及道德问题时，孤证也是可以用于支撑某种论证的。①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史料并不是历史研
究的全部。
针对产生于印度二元对立的殖民统治结构之中的“庶民”能否应用到拉美语境中的问题，贝弗利

申明，拉美的庶民研究是从次国家( subnational) 或超国家( supnational) 层面来研究庶民的抵抗运动
的，而不是将之置于国家或民族主义等精英主义话语中来考察。②像在拉美这种文化、人种和社会分
层异常多样化且相互交织的地方，任何单一或固定的解释方法都不能揭示庶民丰富和多元的流动

性。在拉美传统的国家或民族话语体系中，庶民通常被限定在阶级或人种这样单一的解释框架内，
他们的行动也被赋予了某种政治目的，他们的历史是线性的因而也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对于克里
奥尔人或梅蒂索斯人来说，他们展现的双重认同和混杂身份，在国家或民族的框架内难以理解。所
以，拉美的庶民研究并不是对印度庶民概念的简单借用，而是结合拉美语境的一次再创造。况且，即
便印度的“庶民”产生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同样
是为了挑战国家、民族、民族主义等精英主义话语，只不过印度在人种和社会分层上没有拉丁美洲
复杂。
至于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究竟能否代表拉美本土学者的研究这一问题，研究小组在 1993 年发表

的成立声明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在全球性的新形势下，‘拉丁美洲’这一能指当前也指美国内部
重要的社会力量，美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 20 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中的第四或第五大国家。”③约翰·
贝弗利在 1999 年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并且更加强调拉丁美洲实际上已经处于美国内部的现实。④伊
利亚娜·罗德里格斯同样认为，尽管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成员主要身处美国，但没有人对美国的多
元文化主义感到满意，因为后者从未强调“将财富分散化和将政治权力民主化”。⑤而瓦尔特·米尼
奥罗解释了他为什么用英语写作的原因，即避免在当代理论的讨论中被边缘化，并尽可能地介入与

西方知识的对话。⑥ 但不论如何，拉美庶民研究学者的定位问题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全球化
的当下，许多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都处于跨国流动的状态，如何去界定这些学者的身份和研究成果

就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尽管对于拉美庶民研究有着诸多争议，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拉美庶民研究在推动国际史学

界的“南南对话”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与以往非西方国家总是从西方国家借鉴理论相比，拉美庶民研
究可以看作以拉美学者为主的具有非西方身份的研究群体，对于产生于另一个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和

方法的借鉴，这对于打破国际学术界不平等的等级体制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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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 Ginzburg，“Just One Witness”，in Saul Friedlander，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Ｒ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Final S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 82 － 96.
John Beverley，“Hybrid or Binary? On the Category of‘the People’ in Subaltern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Subalternity and
Ｒepresentation: Arguments in Cultural Theory，pp. 103 － 104.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Group，“Founding Statement”，Boundary 2，p. 116. 对“拉丁美洲”更为复杂的内涵的分析，参见
Walter D. Mignolo，The Idea of Latin America，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John Beverley，Subalternity and Ｒepresentation: Arguments in Cultural Theory，Introduction，p. 2.
Ileana Ｒodríguez，“Ｒeading Subalterns across Texts，Disciplines，and Theories: From Ｒepresentation to Ｒecognition”，p. 5.
Walter D. Mignolo，The Darker Side of Ｒenaissance: The Literacy，Territoriality，＆ Coloniz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p. viii.



非西方视角下的当代史学

不仅如此，进入 21 世纪后，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一些成员，依然坚守着最初的信念，在彰显拉美学者
的学术个性以及在挑战西方学术霸权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继续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比如，任
教于哈佛大学的何塞·拉瓦萨在 2010 年推出了《没有历史:庶民研究、萨帕塔起义与历史的幽灵》一
书。该书从印第安人的视角，重新考察了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力图恢复在西方历史叙事中
被抹去的印第安人的主体意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再如，任教于杜克大学的瓦尔特·
米尼奥罗在 2012 年出版的《地方历史 /全球设计:殖民性、庶民知识和边界思维》一书中，提出了“边
界思维”( border thinking) 、与西方话语“脱钩”( delinking) 等重要概念，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② 因
此，梳理和了解拉丁美洲庶民研究的成就及影响，对于我们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知非西方史学的丰

富性和多样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二十年尼日利亚史学述评

黄 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尼日利亚史学是非洲史学的重要分支。从全球史学发展的角度而言，非洲史学是其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但由于非洲史学起步较晚，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实际上，非洲史学自有其传统，
在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后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
等重要史学派别，“为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③尼日利亚史
学④从伊巴丹学派发展而来，因其学术规模和基础之大之深，为西非史学、非洲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
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非洲历史研究的源泉之一。
尼日利亚史学的发展先于国家的独立，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以民族主义史学为特点。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将史学作
为去殖民化的工具以重塑民族自信，代表人物是伊巴丹学派的肯尼思·迪凯( Kenneth Dike) 。⑤第二
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研究方法和理论日益多样化，出现了社会史、经济史和妇女史等
研究领域。第三个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是尼日利亚史学高度专业化和迅速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尼日利亚史学更加注重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加强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⑥本文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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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尼日利亚第三代历史学家的史学成果。参见王严:《阿尤德吉·奥卢贡菊及其海洋史研究》，《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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